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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气溶胶和臭氧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两种主要大气污染物，对城市生态环境和人类身体健康影响严重。 以深圳市为研究

区，利用大气监测站点提供的监测数据和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空间插值法，从年、季、月尺度上开展近 ５ 年（２０１５—２０１９）深圳全市 ＰＭ２．５

和臭氧的时空分布研究，通过皮尔逊分析和显著性检验从月尺度上分析土地覆盖类型及其景观格局对大气污染的影响。 结果

表明：（１）近 ５ 年内深圳市 ＰＭ２．５浓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臭氧浓度则先降后升，二者季节性和月度差异显著。 （２）ＰＭ２．５和臭氧

在年、季、月尺度上空间差异明显，全市 ＰＭ２．５浓度整体为西北高、东南低；臭氧浓度西北、东南较高，其余区域相对较低。 （３）植
被占比的增多对 ＰＭ２．５浓度有明显的抑制和调控作用，植被斑块间距离越近，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调控作用越明显；水体占比的增高

会导致臭氧浓度增高和变化幅度增大。 研究结果可为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和景观格局规划管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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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气溶胶和臭氧已然成为我国大部分地区的两种主要大气污染

物［１⁃２］，这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３⁃４］。 作为气溶胶污染物的主要代表，ＰＭ２．５

具有粒径小，粘附性强，污染范围广，可夹杂多种有毒组分等特点，是目前气溶胶污染研究的热点之一［５⁃６］；而
臭氧则会损害植被叶片、影响植被光合作用，并可与 ＰＭ２．５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形成更为复杂的复合污染，
进而直接威胁到当地生态系统生产力［７］。 深圳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更是粤港澳大湾区的

重要节点城市之一，对深圳全市开展新时期 ＰＭ２．５及臭氧时空污染格局分析，研究其动态变化规律及与环境因

素的相互关系，可以为深圳市大气污染治理与城市规划提供有利借鉴，进而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建设

顺利进行［８］。
近年来，对深圳大气污染的时空分布规律开展研究并探索其背后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是大气环境研究

的热点之一［９］。 黄晓峰等［１０］利用 ２００９ 年深圳市采样数据，对 ＰＭ２．５污染的主要来源及时空变化规律进行了

研究，并针对性的提出了 ＰＭ２．５污染防治的若干建议。 韩立建等［１１⁃１２］从长时序角度估计了深圳 ＰＭ２．５浓度的变

化情况，探讨了政策因素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并发现深圳市 ＰＭ２．５浓度呈倒 Ｕ 型变化。 Ｌｉｕ 等［１３］对珠江三角洲

城市群典型污染事件中 ＰＭ２．５的源－受体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深圳市 ＰＭ２．５污染主要源于当地排放。 冯凝

等［１４］探索了深圳市城区内部 ＰＭ２．５与臭氧之间的协同污染特征，证明了秋季臭氧的日最大 ８ｈ 平均值与 ＰＭ２．５

浓度在日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 方晓婷等［１５］ 分析了深圳市气象及 ＰＭ２．５监测数据，探讨了气象因素对 ＰＭ２．５

影响的季节性差异，并通过构建线性和非线性模型预测了 ＰＭ２．５的浓度。 张丽等［１６］ 对深圳市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局域 ＰＭ２．５污染事件进行了时空特征分析，并探索了典型背景环流对局域污染事件的影响关系，从而明确了污

染产生的气象原因。 “十三五”以来，以臭氧污染为代表的大气污染呈现增加趋势，谈建国等［１７］ 指出自然界

中温度的升高可促进光化学反应进而促进臭氧的生成，而晴天少云的天气会导致太阳辐射增强进而增加臭氧

浓度。 陆克定等［１８］利用环境监测站点数据在珠三角地区开展相关臭氧研究，分析得出珠三角地区臭氧污染

主要发生在夏季，且城市地区的臭氧浓度要高于周边远郊区。 Ｌｉ 等［１９］借助珠江三角洲气象塔监测数据，对当

地 ＰＭ２．５和臭氧之间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 ＰＭ２．５和臭氧之间的相关系数会随着高度增加而保持正值。 梁碧玲

等［２０］通过对深圳市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的臭氧污染时空分布及与气象条件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认为臭氧污染的

发生是多种气象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高温强辐射、干燥无雨的弱风环境最有利于臭氧的生成。 以上学者

从不同时间范围、不同区域尺度、不同影响因素出发对深圳市的大气环境污染状况开展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

诸多可以借鉴的防治方案。
然而，以上有关深圳大气污染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 ２０１５ 年以前，从而缺

乏对深圳市在新时期政策下 ＰＭ２．５和臭氧时空变化规律的研究；或大多聚焦于探索土地覆盖类型对大气污染

的影响［２１⁃２２］，如庄立跃等［２３］发现臭氧浓度的分布与同一城市群内不同区域的发达程度间有着明显相关性，何
剑锋等［２４］发现不同的土地覆盖则可能会影响周边环境温度及降水进而影响到大气污染物的分布趋势等，从
而缺少了对土地利用结构及其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之间相互作用的探索［２５］。 随着 ＧＩＳ 技术的飞速发展，不
少学者已经意识到景观格局与城市大气污染之间是典型的格局－过程关系［２６］，而城市景观与大气污染之间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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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相互作用关系［２７⁃２８］。 因此，开展新时期深圳市不同时间尺度大气污染的时空分布规律研究，探索土地覆

盖类型及其景观格局与大气污染的关系，可进一步明确城市景观对大气污染的影响，加强城市管理者对景观

格局的认知，从而优化城市格局，为深圳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入点和突破口。
鉴于此，本文通过深圳市 １９ 个监测站点提供的大气监测数据，从年、季、月不同时间尺度上系统分析了深

圳全市 ＰＭ２．５及臭氧的时空分布格局及变化趋势，并在月尺度上深入探索了土地覆盖类型及其景观格局与大

气污染的定量关系。 以上研究可为促进深圳地区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及环境保护工作平稳推进提供有力借鉴，
进而一定程度上保障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顺利进行。

１　 研究区与数据

１．１　 研究区概况

深圳市（图 １）地处广东省南部沿海地区，处于东经 １１３°４６′—１１４°３７′，北纬 ２２°２７′—２２°５２′之间， 东临大

亚湾与惠州市相连，西濒珠江口伶仃洋与中山市、珠海市相望， 南至深圳河与香港毗邻，北与东莞市、惠州市

接壤。 深圳全市目前共有 １０ 个行政区，全市陆地总面积约 １９９７．４７ｋｍ２，地势东南部较高、西北部较低，全市海

岸线总长 ２３０ｋｍ。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发布，深圳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四大中心

城市之一。

图 １　 研究区位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１．２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１．２．１　 大气监测数据

研究所用的深圳市 ＰＭ２．５和臭氧数据来源于 ９２ 个监测站点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２２ 日的日

监测数据。 本文对数据进行了预处理操作，剔除了原始数据中缺失、异常（如值小于等于 ０）的站点，并最终保

留了 １９ 个监测站点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２９ 日的日监测数据，站点分布位置如图 １ 所示。 借鉴既

往研究中［２９］的季度划分，选择 ３—５ 月为春季，６—８ 月为夏季，９—１１ 月为秋季，１２ 月及来年 １ 月、２ 月为冬

季，并最终计算得到 １９ 个监测站点在月、季、年尺度上的 ＰＭ２．５及臭氧浓度均值。

１．２．２　 土地覆盖数据

深圳市土地覆盖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２０ 年全球 ３０ｍ 精细地表覆盖产

品（ＧＬＣ＿ＦＣＳ３０－２０２０），空间分辨率为 ３０ｍ，包含了 ３０ 种土地覆盖类型［３０］。 该数据可在地球大数据科学工程

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ｃａｓｅａｒｔｈ．ｃｎ）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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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

　 　 本文中 ＰＭ２．５和臭氧的时空分布研究主要基于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深圳市大气站点监测数据，采用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空间插值法分别从年、季、月尺度模拟全市 ＰＭ２．５和臭氧的浓度分布情况，空间插值结果分辨率控制在 １ｋｍ。
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法是结合半变异函数和结构分析，对待预测区域的大气污染值进行无偏最优估计的一种方

法［３１］，其表达式为：

Ｚ ＝ ∑
ｎ

ｉ ＝ １
λ ｉＺ（ｘｉ） （１）

式中，Ｚ 为待估计的大气污染值，ｎ 为参与插值的监测点数目， λ ｉ 为监测点 ｉ 的一组权重系数， Ｚ（ｘｉ） 为监测

点的实测值。
普通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法中涉及到半变异函数，它可以相对准确的描述大气特性随观测距离改变的空间变异

情况［３２］，其表达式为：

ｒ ｈ( ) ＝ １
２Ｎ ｈ( )

∑
Ｎ ｈ( )

ｉ ＝ １
ｚ ｘｉ( ) － ｚ ｘｉ ＋ ｈ( )[ ] ２ （２）

式中，ｒ（ｈ）为半变异函数；ｈ 为监测点之间的距离，称为步长；Ｎ （ｈ）为间隔为 ｈ 的样点个数；ｚ（ｘｉ）和 ｚ（ｘｉ＋ ｈ）
分别为变量 ｚ（ｘ）在空间位置 ｘｉ 和 ｘｉ＋ ｈ 上的实测值。

一个合适的半变异函数模型是基于对实验数据进行分析之后结合数据自身特征如呈现出的某种趋势

（一阶、二阶变化等）不断调整尝试才能取得的，而半变异函数模型的拟合效果也直接决定了随后的插值精

度，当平均预测误差的绝对值趋近于 ０，标准均方根误差最接近于 １ 时，认为此时的半变异函数是较为理

想的。
２．２　 景观指数

景观指数能够高度概括景观格局信息，反应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的结构组成和空间信息［３３］。 本文基于

２０２０ 年土地覆盖数据，分别创建 １９ 个大气监测站点周边一定距离的缓冲区，缓冲区半径参考现有研究设置

为 １ｋｍ［２５］，随后分析缓冲区范围内的土地覆盖类型及景观指数与站点监测数据之间的相互关系。
参考相关研究［３４］及本文研究重点，选取类型级别斑块所占景观面积的比例（ＰＬＡＮＤ）、面积加权平均形

状指数（ ＳＨＡＰＥ＿ＡＭ）、平均临近指数（ＰＲＯＸ＿ＭＮ）及聚合度（ＡＩ）作为景观评价指标。 以上指数分别从以下 ３
方面来描述景观格局特征：

（１）数量特征 类型级别斑块所占景观面积的比例（ＰＬＡＮＤ）可以用来描述特定区域内土地覆盖类型的占

比及明确优势景观元素，其值越大，则该种地物类型的占比越高；
（２）形态特征 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 ＳＨＡＰＥ＿ＡＭ）用以描述斑块的形状复杂度，其值越接近于 １，形状

越接近于正方形，其值越高，斑块形状越复杂；
（３）结构特征 平均临近指数（ＰＲＯＸ＿ＭＮ）从类型水平上反映各斑块之间的临近情况，当一定搜索半径内

（本研究采用默认设置 １００ｍ）无同类型斑块时，其值为 ０，当同类斑块越接近时，其值越大；聚合度（ＡＩ）从类型

水平描绘同一类型的像素聚合成斑块的情况，其值越大，表明同一类型像素的聚合程度越高。
２．３　 皮尔逊分析

皮尔逊相关系数［３５⁃３６］可用来判断两组变量 Ｘ 和 Ｙ 之间是否存在线性相关，其值处于－１—１ 之间，越接近

于 １，正相关性越强；反之，负相关性越强；当接近于 ０ 时，则认为两组变量之间相关性较差。 其表达式如（３）
所示：

ρＸ，Ｙ ＝
Ｎ∑

Ｎ

ｉ ＝ １
ｘｉ ｙｉ － ∑

Ｎ

ｉ ＝ １
ｘｉ∑

Ｎ

ｉ ＝ １
ｙｉ

　

Ｎ∑
Ｎ

ｉ ＝ １
ｘ２
ｉ － （∑

Ｎ

ｉ ＝ １
ｘｉ )

２
　

Ｎ∑
Ｎ

ｉ ＝ １
ｙ２
ｉ － （∑

Ｎ

ｉ ＝ １
ｙ )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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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ｘｉ 表示变量集 Ｘ 中第 ｉ 个变量； ｙｉ 表示变量集 Ｙ 中第 ｉ 个变量；Ｎ 表示变量数目。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ＰＭ２．５及臭氧浓度的时序变化

图 ２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 ＰＭ２．５和臭氧浓度变化

　 Ｆｉｇ．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ＰＭ２．５ ａｎｄ Ｏ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９

３．１．１　 年际变化

由深圳市大气质量站点监测数据统计得到 ＰＭ２．５和

臭氧的年均浓度值，如图 ２ 所示。 总体上看，ＰＭ２．５浓度

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呈现下降趋势，５ 年内累计下降幅

度达到 ８．３６μｇ ／ ｍ３，且自 ２０１５ 年起，深圳市的 ＰＭ２．５年均

浓度已经低于国家 ２４ｈ 标准一级限制（３５μｇ ／ ｍ３）。 臭

氧方面，年均浓度呈现出先降后增的趋势，２０１５ 年深圳

全市臭氧浓度值为 １０７．７２μｇ ／ ｍ３，之后逐年下降，２０１７
年臭氧浓度达到最低值 １０１．１４μｇ ／ ｍ３，随后年均臭氧浓

度呈现上升趋势，并于 ２０１９ 年达到 １１６．８４μｇ ／ ｍ３，５ 年

内累计增加 ９．１１μｇ ／ ｍ３。
３．１．２　 季节变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 ＰＭ２．５及臭氧浓度的季节变化如图 ３ 所示。 总体来看，ＰＭ２．５浓度季节性特征较为明

显，整体为秋冬高、春夏低的分布趋势，其中春季和夏季的浓度整体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约 ２６μｇ ／ ｍ３；
而冬季浓度总体维持在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约 ３０—４０μｇ ／ ｍ３（除 ２０１８ 年外）。 ＰＭ２．５季节性变化受季度气候

的影响较大，深圳市北邻内陆，南接海洋，是典型的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且盛行偏南风，雨水的净

化及海洋吹向内陆的干净空气使得深圳市夏季大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容易扩散，由此夏季的 ＰＭ２．５浓度维持在

一个相对较低水平。 冬季全市空气干燥，雨水较少，来自内陆的北风极易带来灰霾，同时当冷气出海，风力减

弱，而海面的湿暖气流较为无力，二者相遇容易形成较为稳定的大气状态，使得大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堆积在一

起无法散去，由此 ＰＭ２．５呈现出较高的浓度［３７］。

图 ３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 ＰＭ２．５和臭氧季平均浓度变化

Ｆｉｇ．３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Ｍ２．５ ａｎｄ Ｏ３ ｓｅａ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９

近地面臭氧的产生主要受光照和气象因子的影响，一般与湿度、风速、温度呈负相关，与日照呈正相关，而
季节要素则因具备不同的温度、光照、湿度等环境因子而影响臭氧浓度变化情况［３８⁃３９］。 总体来看，深圳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臭氧浓度呈现出秋季高，夏季次之，冬春较低的分布特点（图 ３）。 春季温度相对较低、日照和

雨量情况适中，平均臭氧浓度为 １０９．２４μｇ ／ ｍ３，之后进入夏季，高温多雨、日照强烈，臭氧浓度上升为１１２．９７
μｇ ／ ｍ３；而秋季太阳辐射依然较强、但雨水较少，有利于臭氧的光化学反应，平均浓度达到 １２５．５７μｇ ／ ｍ３；冬季

太阳辐射最弱，气温较低，臭氧浓度下降至 １０１．７１μｇ ／ ｍ３。 ５ 年中 ２０１８ 年冬季的臭氧浓度相对较低，这主要是

２６７８ 　 生　 态　 学　 报　 　 　 ４１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因为 ２０１８ 年冬季为暖冬，温度较往年高，在冬季太阳辐射较弱的情况下，较高的温度可能加速了臭氧的分解，
因此 ２０１８ 年冬季臭氧浓度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
３．１．３　 月度变化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 ＰＭ２．５月均浓度呈现非常显著的“Ｕ”型分布（图 ４）。 其中 １ 月和 １２ 月由于环境温

度较低，来自内陆的冷气流与来自海洋的暖气流相遇形成较为稳定的大气状态，造成大气边界层对流缓慢，大
气颗粒物堆积难以扩散，由此 ＰＭ２．５的浓度相对较高，分别为 ４１．０９μｇ ／ ｍ３和 ３８．８０μｇ ／ ｍ３。 随着春季温度上升，
冷热气流交替且易形成降雨，对大气中颗粒物有较为明显的净化作用，由此 ＰＭ２．５含量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并
于 ６ 月份达到浓度最低值，为 １３．２４μｇ ／ ｍ３。

臭氧月均浓度分布呈现出“两段式”分布状态（图 ４）。 第一阶段为 １—５ 月，该阶段内臭氧含量波动幅度

较小，约 １００μｇ ／ ｍ３；第二阶段为 ６—１２ 月，臭氧浓度表现出先升后降的“倒 Ｕ 型”分布，其中 ６ 月、１２ 月臭氧浓

度相对较低，分别为 ７８．５４μｇ ／ ｍ３与 １０５．７５μｇ ／ ｍ３，１０ 月浓度最高，为 １３８．５７μｇ ／ ｍ３。 １—５ 月主要为上一年的冬

季与本年度的春季，环境整体温度相对较低、日照和雨量等环境要素变化不大，由此该时间范围内臭氧浓度的

变化幅度较小；而 ６—１２ 月主要为该年度的夏季和秋季，太阳辐射、降雨、温度、风向等环境因素有了较大变

化，由此也对臭氧浓度产生了较大影响。 ６—１０ 月为当年夏季转秋季的月份，该时间范围内，臭氧浓度呈现逐

月增加的趋势，并于秋季的 １０ 月份达到年度峰值，这与季尺度上臭氧浓度的变化相一致。

图 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 ＰＭ２．５及臭氧月平均浓度变化

Ｆｉｇ．４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Ｍ２．５ ａｎｄ Ｏ３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９

３．２　 ＰＭ２．５及臭氧浓度的空间变化

３．２．１　 ＰＭ２．５

结合深圳全市 １９ 个监测站点的年度监测数据，通过 Ｋｒｉｇｉｎｇ 插值获得深圳全市 ＰＭ２．５年浓度空间分布情

况。 从图 ５ 可以看出，全市 ＰＭ２．５浓度空间分布上整体规律明显，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 ＰＭ２．５浓度西北高，东南低，且
由西北向东南、由内陆向海洋逐渐降低。 自 ２０１７ 年及以后，西北部及北部地区 ＰＭ２．５浓度逐渐降低，尤其是西

北部光明新区全区 ＰＭ２．５浓度下降显著。 与之相比，宝安区与龙华新区作为深圳市的工业大区，工厂等污染物

排放相对较多，ＰＭ２．５下降趋势略滞后于光明新区，但截止于 ２０１９ 年末，深圳全市 ＰＭ２．５年均浓度皆符合国家

２４ 小时一级限制标准。
季节尺度上（图 ６），全市 ＰＭ２．５浓度在秋季和冬季较高，尤其是以西北部及北部各区最为明显，如宝安区、

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南山区等，而东南部的大鹏新区浓度则相对较低；夏季和春季的 ＰＭ２．５浓度则维持在一个

相对较低的水平，其中春季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 尽管季节性因素一定程度上净化了大气颗粒

物的污染，但总的来看，春季时龙华新区北部与宝安区西部的 ＰＭ２．５含量依然相对较高，这可能与当地的产业

分布及土地覆盖情况相关。
月尺度上（图 ７），ＰＭ２．５浓度月空间分布与季尺度的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相似，但具体到不同月份，西北地区

及东南地区的浓度差异又具有不同特点。 １—３ 月及 １０—１２ 月深圳全市 ＰＭ２．５浓度西北、东南差异较为明显，且
由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４—９ 月间，西北部与东南部浓度差异较小，全市 ＰＭ２．５浓度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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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 ＰＭ２．５空间分布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９

图 ６　 深圳市各季节 ＰＭ２．５空间分布

Ｆｉｇ．６　 ＰＭ２．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３．２．２　 臭氧

如图 ８ 所示，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深圳市臭氧浓度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全市臭氧浓度较

高的区域只有西北部的光明新区、宝安区、龙华新区以及大鹏新区的东南部等，但到了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间，既往

臭氧浓度较高的区域其臭氧浓度继续上升，其余各区臭氧浓度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上升。 西北部的光明新

区、宝安区、龙华新区及大鹏新区东南部仍是全市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区域。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７ 年全市的

臭氧浓度分布格局与其他年份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全年臭氧浓度整体相对较低，以往年份中臭氧浓度较高的

光明新区和大鹏新区其臭氧浓度下降明显，这可能与当年具体的环境气候、产业经营、相关政策等有关。
季节尺度上（图 ９），全市臭氧分布存在显著的季节性差异，整体表现为秋季高，春、夏、冬相对较低的分

布。 空间分布上，深圳西北部与东南部、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存在阶梯型变化，这与 ＰＭ２．５浓度在空间分布上

差异较大。 １０ 个行政区中，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是光明新区、宝安区、龙华新区的西北部、大鹏新区的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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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深圳市各月份 ＰＭ２．５浓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７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Ｍ２．５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图 ８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臭氧浓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８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ｆｒｏｍ ２０１５ ｔｏ ２０１９

部。 值得注意的是，光明新区、宝安区、龙华新区为深圳市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工业集聚、人口密集、污染源

相对较多，而大鹏新区整体并不是工业重区、车辆和人口相对较少，其东南部臭氧浓度相对较高，可能与当地

独特的气象条件和人类活动污染有关［４０］。
月尺度上（图 １０），１—５ 月臭氧浓度空间差异明显，全市臭氧浓度呈现西北、东南高，其余各地相对较低

且相差不大的分布格局；６ 月是全年臭氧浓度最低的月份，空间分布上差异不大；进入 ７ 月份，臭氧浓度空间

分布出现南北差异，其中南部临海区域臭氧浓度继续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而西北靠近内陆的区域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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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深圳市各季节臭氧浓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９　 Ｏ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ｅａｓ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臭氧浓度开始升高；８—１１ 月是深圳市全年臭氧浓度相对较高的月份，全市臭氧浓度大幅度增加；而进入 １２
月份，部分地区臭氧浓度又开始降低。
３．３　 土地覆盖类型对 ＰＭ２．５和臭氧的影响

不同土地覆盖有可能促进或抑制 ＰＭ２．５及臭氧污染［２１］，考虑到天尺度的大气监测值具有偶然性和误差

性，而年、季尺度的值过度平滑了大气变化信息，所以本文主要统计 ２０１９ 年深圳市月尺度上 １９ 个大气监测站

点 ＰＭ２．５浓度的均值、最大差值（最高浓度值减去最低浓度值），臭氧浓度的均值及最大差值（最高浓度值减去

最低浓度值）。
本研究中监测站点周边 １ｋｍ 范围内的土地覆盖类型主要包括植被、农田、不透水表面及水体四类，它们

的分布如图 １１ 所示。 其中，植被主要包括常绿阔叶林、常绿针叶林及常绿灌木 ３ 种，１９ 个监测站点中，南湖

站、通心岭站、松岗站及南海站周边 １ｋｍ 范围内没有植被分布，而杨梅坑站及南澳站周边 １ｋｍ 范围内植被覆

盖度较高，分别为 ５６．５７％与 ６６．５８％，其余站点周边植被占比维持在 ０．４８％—１６％左右。 不透水表面指不能被

水渗透的表面，主要包括柏油道路、停车场、建筑物的屋顶等人工建筑物，大多数不透水表面都与人类活动有

着密切的关系。 １９ 个监测站点中，除杨梅坑站和南澳站周边的不透水表面占比相对较小之外，其余站点周边

不透水表面的占比都在 ３０％以上，较高的如南湖站、西乡站等可达到 ８５％以上。 水体主要包括坑塘、湖泊、河
渠等，１９ 个站点中，杨梅坑站、沙井站周边 １ｋｍ 范围内的水体占比为 ４０．４５％和 １９．５０％，其余站点附近水体占

比大多在 １０％以下，整体差异不大。 农田方面，沙井站、观澜站及华侨站周边的农田占比相对较大，约 ４０％以

上，而其余站点整体差异不大，维持在 １０％—３０％之间，其中杨梅坑站附近的农田占比较小。
利用皮尔逊系数对不同土地覆盖的占比和月尺度上 ＰＭ２．５均值、ＰＭ２．５最大差值、臭氧均值及臭氧最大差

值这 ４ 个指标间开展相关性分析和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其中，植被占比与 ＰＭ２．５均值和 ＰＭ２．５最大

差值之间都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植被对 ＰＭ２．５浓度有较为明显的吸收和调控作用，其占比的增高会

抑制 ＰＭ２．５的浓度和变化幅度。 农田和不透水表面对 ＰＭ２．５和臭氧虽然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或者负

相关，但并不显著。 水体占比与 ＰＭ２．５均值及最大差值方面存在负相关，说明水体的增湿效应对 ＰＭ２．５具有一

定抑制作用；水体与臭氧的均值和最大差值方面存在着显著性正相关，这意味着水体占比会影响到臭氧浓度

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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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０　 深圳市各月份 Ｏ３浓度空间分布

Ｆｉｇ．１０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图 １１　 深圳市大气监测站点周边（１ｋｍ）土地覆盖

Ｆｉｇ．１１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１ｋｍ）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３．４　 景观格局对 ＰＭ２．５和臭氧的影响

由 ３．３ 节可知，植被和水体分别对 ＰＭ２．５和臭氧浓度的影响显著，利用皮尔逊分析和显著性检验进一步开

展植被、水体的景观指数与大气监测数据间的定量分析，得到以下结果（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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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土地覆盖占比与 ＰＭ２．５及臭氧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ＰＭ２．５ ａｎｄ Ｏ３

土地覆盖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ＰＭ２．５均值

ＰＭ２．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Ｍ２．５最大差值

ＰＭ２．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臭氧均值

Ｏ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臭氧最大差值

Ｏ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植被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０．８１∗∗ －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８

农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０．３３ ０．１７ －０．０２ －０．０８

不透水表面 Ｉｍｐｅｒｍｅａｂｌ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０．３５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１７

水体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７５∗∗ ０．６∗

　 　 ∗∗： 相关性在 ０．０１ 层上显著；∗： 相关性在 ０．０５ 层上显著

表 ２　 景观因子与 ＰＭ２．５及臭氧的相关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ＰＭ２．５ ａｎｄ Ｏ３

土地覆盖
Ｌａｎｄｃｏｖｅｒ

景观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ＰＭ２．５均值

ＰＭ２．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Ｍ２．５最大差值

ＰＭ２．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臭氧均值
Ｏ３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ｌｕｅ

臭氧最大差值
Ｏ３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植被 ＰＬＡＮＤ －０．８１∗∗ －０．７∗ －０．０５ －０．０８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ＰＥ＿ＡＭ －０．３ －０．２２ －０．３６ －０．３８

ＰＲＯＸ＿ＭＮ －０．６２ －０．５７ －０．７∗ －０．２３

ＡＩ －０．５７∗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２４

水体 ＰＬＡＮＤ －０．２２ －０．１１ ０．７５∗∗ ０．６∗

Ｗａｔｅｒ ｂｏｄｙ ＳＨＡＰＥ＿ＡＭ －０．１６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３３

ＰＲＯＸ＿ＭＮ ０．２４ ０．２８ －０．１３ ０．５

ＡＩ －０．２１ －０．３３ ０．２ ０．１９
　 　 ∗∗： 相关性在 ０．０１ 层上显著；∗： 相关性在 ０．０５ 层上显著； ＰＬＡＮＤ：类型级别斑块所占景观面积的比例 Ｐｅｒｃ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ＨＡＰＥ＿ＡＭ：

面积加权平均形状指数 Ａｒｅａ－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ｅａｎ ｓｈａｐｅ ｉｎｄｅｘ；ＰＲＯＸ＿ＭＮ：平均临近指数 Ｍｅａｎ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ＡＩ：聚合度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由上表可知，ＰＬＡＮＤ 与 ＰＭ２．５均值和 ＰＭ２．５月最大差值间存在负相关，但对臭氧浓度及其变化并没有显著

的影响。 ＳＨＡＰＥ＿ＡＭ 与 ＰＭ２．５和臭氧之间虽然存在着负相关，但并不显著，这说明植被斑块的形状对 ＰＭ２．５及

臭氧的影响关系暂不明确，在开展具体绿化工作时植被斑块的形状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与之相比，ＰＲＯＸ＿
ＭＮ 与臭氧浓度均值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负相关，表明植被斑块间越接近，对臭氧浓度的抑制作用就越强。
ＡＩ 与 ＰＭ２．５浓度呈显著性负相关，这说明当植被块相距越近时，其对 ＰＭ２．５浓度有着良好的抑制和调控作用，
这可为城市绿化工程日后的开展提供了借鉴意义。

水体景观指数方面，ＰＬＡＮＤ 对臭氧的影响表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这意味着水体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臭

氧的浓度的提升。 然而，由于本研究中周边水体占比较高的一些站点多处于临海旅游区域（如杨梅坑等），而
现有研究［４０］指出深圳臭氧浓度变化易受到本地或者外地污染源的影响，如太阳辐射、气象条件、前提排放物

及人类活动等，所以临近海岸的站点可能存在更加复杂的气象环境条件进而协同地表覆盖对臭氧产生共同作

用，因此需要进一步分析当地环境气象资料，开展更加深入的研究。 此外， ＳＨＡＰＥ＿ＡＭ、 ＰＲＯＸ＿ＭＮ 和 ＡＩ 对
ＰＭ２．５ 和臭氧的浓度及其变化并没有显著影响。

４　 结论

本文以大气监测站点提供的 ＰＭ２．５和臭氧监测值为数据源，通过 ｋｒｉｇｉｎｇ 空间插值法从年、季、月尺度系统

分析了深圳市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 ＰＭ２．５及臭氧的时空分布趋势，并运用皮尔逊分析和显著性检验探索了土地覆盖

类型及其景观格局对 ＰＭ２．５及臭氧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
（１）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间，深圳市 ＰＭ２．５浓度符合国家 ２４ｈ 标准一级限制（３５μｇ ／ ｍ３），且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臭氧浓度则先降后升，年均浓度在 ５ 年内累计增加 ９．１１μｇ ／ ｍ３。 ＰＭ２．５浓度的季节性特征明显，整体表现为秋

冬高、春夏低；臭氧浓度则表现为秋季高、夏季次之、冬春较低的趋势。 月度变化方面，ＰＭ２．５浓度在 １２ 个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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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典型的“Ｕ”型分布，１ 月、１２ 月较高，６ 月最低；而臭氧则呈现出明显的“两段式”分布，即 １—５ 月整体波

动不大，６—１２ 月呈现“倒 Ｕ 型”先增后减趋势。
（２）全市 ＰＭ２．５和臭氧在年、季、月尺度上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 ＰＭ２．５整体呈现出西北高、东南低

的分布格局，这可能与全市的产业分布、人类活动、土地覆盖等因素有关；臭氧则整体表现出西北、东南高，其
余区域相对较低的分布格局。

（３）植被占比的增加对 ＰＭ２．５浓度及其变化幅度有较好的抑制和调控作用，当植被斑块距离越近并融合

成较大斑块时，对 ＰＭ２．５浓度的调控作用越明显，由此未来城市建设中当植被等绿色资源有限时，可以通过进

行合理的空间配置来优化绿色空间的分布进而最大程度上调控 ＰＭ２．５浓度。 水体占比的增高可能会导致臭氧

浓度增高或变化幅度加大，但不排除是当地复杂的气象环境条件及人类活动协同地表覆盖共同对臭氧产生作

用，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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